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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标准制定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的悖论,以及中国情境的独特特征,探讨中国情境下标准制定是如

何影响企业创新的。 从组织优化来看,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和信号理论,结合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

究发现,标准“背书”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水平,产生组织行为优化效应,而且能够引发高端人

才集聚,产生组织结构优化效应,进而从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 从创新质量来看,标准制定抑制了非发明专利

数量的比例,这意味着标准制定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 进一步分析显示:相比大型企业,标准制定对中小企业创

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处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标准制定对处于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创新促进作

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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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aradox of whether standard setting promotes or inhibits enterprise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ntext, this paper begins to consider: how does standard setting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ffect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use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ignal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standard

“endorsement ” on the one hand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resulting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ptimization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lead to the aggregation of high-end talents and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us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on the wh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quality, standard-setting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of non-invention patents (utility models and designs) while

suppress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non-invention patents, which means that standard-setting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quality of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andard setting 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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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ompared with enterprises in areas with low marketization

degree, standard setting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areas with high marketization degree.

Key words:standard setting;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gnal theo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alent gathering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和标

准化的主体。 在中国,标准制定作为促进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被长期实

施并且愈发受到重视。 同时也引起了理论界和政

策界的反思,主要表现为:在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逻辑中,标准制定对技

术创新存在着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
中国的正式标准包含了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

标准,其中强制性标准的效力等同于法规监管,这
就使得标准的技术溢出效应和锁定效应更为复

杂。 在此情境下,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企业积极参

与标准制定,期望通过实施积极的标准化政策激

发企业的创新发展。 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等提出“实施标准战略”“发挥企业在标准制

定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等参

与或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我国优势技术与标

准成为国际标准”等。 根据《2020 年中国标准化发

展年度报告》,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累计制定了

39 847 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标准 2 133 项,推
荐性标准 37 714 项。 但是,中国的标准制定是否

真的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的?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究更多聚焦于技术或市

场层面,并未从组织层面进行过系统性研究。
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以中国的国家

标准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信号理论

提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标准是规范行业发展的

重要秩序文件,也是标准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在

内)对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合法性的“背书”。 尤其

对于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标准而言,企业参与制定

了国家标准,意味着企业在相关领域的产品性能或

技术水平得到了政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及其他

企业等标准利益相关方的认可,有利于激发企业的

组织行为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演绎

(一)标准化政策与制度背景

标准化政策作为各个国家政府旨在提升创新

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之一,已成为影

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制度性因素。 2021 年 10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
确指出要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鼓励

企业构建技术、专利、标准联动创新体系。
就中国的标准而言,从级别来看,标准具有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企业标准 4 类。
从制定者来看,标准具有法定标准和事实标准 2
类:法定标准是由政府标准化组织或其授权组织

制定,据统计,截至 2021 年,中国设立了 560 个专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不含分会)负责国家标准的起

草、制定、修订等标准化工作;事实标准是没有通过

法定标准设定程序授权,而是由单个或者少数企业

私人选择设定或颁布的标准。 从法律的约束性来

看,中国将标准划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其
中强制性标准是技术法规在中国的主要体现形式之

一,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是由于在实行市场经济

的其他国家,标准都是推荐性、自愿采用的。 本文所

研究的国家标准便是法定标准,即正式标准。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标准有利于总结、传播科学与技术的最新技

术和最佳实践[1]。 标准的形成有助于新技术快速

且有效地扩散,并促进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的信

息交流[2],发挥着创新催化剂作用[3]。 此外,标准

和标准化还有利于企业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

围经济,进而会促进企业创新[4 - 5]。
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标准

化与创新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技术、市场(消费者

等)等层面,强调的是标准拥有的知识溢出效应、技
术锁定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得出了矛盾的结

论。 但是,标准化作为企业自愿参与的协商过程,尚
未有研究从组织层面讨论企业参与标准化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忽略了标准制定这一结果对组织层面的

不同影响会进而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第二,
多数学者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标准化对

企业创新的影响[6],定量研究仍然有限。 其中,杨蕙

馨等(2015) [7]使用中国电子信息企业百强数据,以
时间序列方法讨论了技术标准化和技术创新之间的

关系;刘小鲁(2018) [8]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

标准化对企业研发投入倾向的影响。 但是,中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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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独特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从而难以准确

反映中国本土情境下的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独有的

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解决这两个不足的关键在于

识别中国情境下标准制定作用于企业创新的独特通

道,从社会认同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重点讨论中国

国家标准的“背书”作用所引致组织行为和组织结

构优化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三)内在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所提的标准制定(或参与制定标准),特
指企业参与标准化的结果,不仅是企业产品、技术

或市场等方面优势的具象化体现,也是标准利益

相关者(包括政府)对企业社会地位和合法性的一

致认可。 标准制定不仅会强化企业对当下所处社

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
进组织行为优化,而且会释放出有益信号,吸引高

端人才集聚,推动组织结构优化。
1. 通过标准制定引致的组织行为优化效应促

进企业创新

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较强,会表现出更高的企业

社会责任投入水平,产生组织行为优化效应,进而

促进企业创新。 因此,标准制定可能改变企业对

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和偏好,强化其对当下所处

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一方面,国家标准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经济秩

序重要文件,关系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等多方主

体的利益,而且政府监管也覆盖了国家标准从制

定、审批到发布的全过程[9]。 当企业获得国家标

准的起草制定权,意味着其获得了政府在内的多

方利益相关者的一致认同,可能会增加其对所处

社会的忠诚度,更加重视遵守规章制度,或许会通

过承担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来维持良好的政企关

系,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取政策变更等信息资源[10],
降低企业管理层面对未来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
提高企业管理层应对外部政策环境的信心进而促

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且有利于企业获取税收

优惠和政府补贴等资金资源等[11],为企业开展创

新活动提供相对丰富的资金资源支持从而激励其

开展创新活动。
另一方面,标准制定所带来的社会身份分类

可能会影响企业对自我的认知和行为。 企业的社

会身份从标准的“跟随者”跃升为标准的“领导

者”,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社会认同。 而国家标准作

为企业规范生产的行为准则,也是产品在市场上

得以销售的准入门槛。 参与制定了国家标准的企

业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可能会自觉地认为优于未

能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的企业这一社会群体,更为

注重维持正面的社会形象,或许会通过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来缓解与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冲突[12],提升企业声誉[13],获取更多的创新

资源[14 - 17],从而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标准制定有

利于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而促进企业

创新。
2. 通过标准制定引致的组织结构优化效应促

进企业创新

人才作为企业最稀缺的创新资源,是企业创

新发展的动力源泉[18]。 从信号理论出发,本文认

为,标准制定作为一种利好就职的信号传递给高

端人才,能够为企业贴上“市场竞争力强”“值得信

任”的优质企业标签,帮助企业吸引高端人才就职

员工或高管,产生组织结构优化效应,激发企业的

创新活力,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由于企业可能不

愿意向外界完全公开产品优势、市场前景和预期

风险等信息,企业所拥有的隐性知识或技术也很

难为外界所知[19],从而加大了企业和外部高端人

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了高端人才筛选

优质企业的信息甄别成本。 而参与制定了国家标

准的企业能够向外部高端人才传递以下两个方面

的积极信号,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一是向外部高

端人才传递了“企业是相关行业领跑者”的信号,
展现了企业的产品或技术优势。 标准制定需要历

经严格的评审程序,是企业通过技术实力、产品优

势和市场势力等多方面综合竞争力与其他标准利

益相关方的博弈结果。 因此,成功制定国家标准

意味着企业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并且占据了先

发优势。 二是向外部高端人才传递了“企业值得

信任”的积极信号。 如上文所述,政府监管覆盖了

国家标准的制定全过程,企业成功制定国家标准

体现了政府对企业的认可,而良好的政企关系也

能够赋予企业更强的合法性[20 - 21]。 因此,标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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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发挥对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合法性的“背书”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外部高端人才对企业印

象的正面感知,吸引高端人才加入企业,进而为企业

创新提供丰富且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标准制定有利

于引发企业高端人才集聚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

库、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中国知网—国

家标准全文数据库》等,通过匹配得到了以 2014—
2018 年制造业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面板数

据样本。 其中,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数据来

源于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中国知网—
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数据库中提供了国家标准

起草制定的详细内容。 经过人工收集处理发现,
2014—2018 年,有 829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参与了

国家标准制定,且有部分公司在样本期的不同年

份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 此外,企业财务数据

和专利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社会责

任数据来自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系统,市场

化指数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报告(2018)》。 本文遵循以下逻辑对数据进行了

检查和删误处理:①删除了 ST 和∗ST 制造业上市

公司;②删除了当年处于退市整理期、暂停上市和

终止上市 3 种状态的制造业上市公司;③删除了存

在明显异常值的制造业上市公司;④通过查询公

司年报补充处理了缺失的主要财务指标;⑤在以

上逻辑的基础上,删除了未在 5 年样本期内完整出

现的制造业上市公司。 通过删除错误值,本文的

样本最终包含 1 426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其中 647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在样本期内参与过国家标准制

定,样本数为 7 130 个。 本文对除虚拟变量以外的

所有变量进行了前后 1%的 Winsor 处理,以排除极

值效应。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 现有文献以研发

投入[22]和专利申请[23] 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的两个

主要指标,分别反映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本文

参照相关文献[24 - 25],以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总量加

1 再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创新(ApplyPatent)。 在

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研发强度(企业当年研发费

用 /营业收入)进行替代性的检验(RD)。 同时,相
比高技术水平的实质性创新,低水平的策略性创

新一般仅需要微小的技术改进,多是为了迎合政

府政策,这种行为倾向能够反映企业的创新惰

性[26]。 因此,为了检验企业获得标准制定权是否

会导致创新惰性,本文参照刘春林等(2021) [19] 的

做法,构建了策略性创新倾向(StratTention)指标,
StratTention =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获批数量和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获批数量) /专利申请当年获批总数

量。 若企业获得标准制定权会促使非发明专利更

高比例的增长,说明企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惰性。 本文所有被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
(2)解释变量:参与标准制定。 本文研究标准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将企业参与制定起草的国家

标准作为测量指标。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和《中国知网—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提供了国家

标准的详细起草单位,得益于此,本文整理了

2014—2018 年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并与制造业上

市公司进行了匹配,然后将国家标准信息聚合到

每一年的相应公司中,最终生成了两个解释变量:
DumStandard 和 SumStandard。 DumStandard 表示

企业当年是否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如果是某

一项及以上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则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 0。 SumStandard 表示企业当年参与制定的

国家标准数量加 1 取对数,如果没有参与起草制

定,此变量为 0,并将其作为 DumStandard 的替代

测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3)机制变量:社会责任与人才集聚。 第一个

机制变量为社会责任(CSR)。 本文参照现有研

究[27 - 28],选取了和讯网 2014—2018 年“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体系总得分作为数据来源。
该评级体系的社会责任指数分为股东责任、客户

和消费者权益责任、供应商和员工责任、环境责任

和社会责任 5 项一级指标。 为了保证对沪深两市

所有 A 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测量的科学性与完

整性, 各项一级指标下分设二级和三级指标。 其

中二级指标含有 13 个题项, 三级指标含有 37 个

题项。 本文将 5 项一级指标的指数总和作为测量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综合水平(CSR)。 本文还以

CSMAR 数据库中各企业的社会捐赠额加 1 再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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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数来测量社会责任(CSR1),此变量作为 CSR
的替代测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第二个机制变量为人

才集聚(MasterTMT)。 本文参照刘春林等(2021) [19]

的做法,以硕士及以上的员工人数加 1 取自然对数

衡量人才集聚(MasterTMT),并在稳健性检验部

分,以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高管人数加 1 取自然对数

作为人才集聚的替代测量(MasterHR)。
(4)控制变量。 参考国内外研究企业创新及

其影响因素的文献[19,25 - 26,29 - 30],本文选取企业年

龄(Age)、企业规模(Size)、股权结构(Share)、资产

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托宾 Q 值(Q)、有
形资产比率(Tangibility)、现金流比率(Cashflow)、
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进
行控制。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市场化程度(Market)
和行业竞争性(Competition)。 市场化程度(Market)
是采用了王小鲁等(2019) [31]《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

数报告(2018)》中 2014—2017 年度的市场化指数,
并借鉴了俞红海等(2010) [32]的做法,以 2014—2017
年的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增长幅度预测了 2018 年度

的市场化指数,最后借鉴马连福等(2015) [33] 的做

法,设置市场化程度为虚拟变量,当企业所在地区

的市场化指数大于当年所有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均

值时,市场化程度变量赋值“1”,否则赋值“0”。 行

业竞争性(Competition)是通过 1 减去赫芬达尔指

数所刻画的行业集中度来构建行业竞争性的正向

指标,该值越大,表明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

越高[34]。
(三)模型构建

借鉴已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文献[35 - 36],本
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检验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
ApplyPatenti,t + 1 = β0 + β1DumStandardi,t +

β2Sizei,t + β3Agei,t + β4Sharei,t + β5Levi,t + β6ROAi,t +
β7Qi,t + β8Tangibilityi,t + β9Cashflowi,t + β10Marketi,t +
β11Competitioni,t + ηyear + ηind + εi,t (1)

其中,ApplyPatenti,t + 1表示 t + 1 期的企业创新

产出,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也对企业创新投入进

行了检验。 DumStandard i,t表示企业在 t 期是否参

与了国家标准的起草制定,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本文还用企业参与起草制定的国家标准数量

(SumStandard i,t)对其进行了替代测量。 ηyear、η ind

分别表示年份和细分行业层面上的固定效应,其
中控制细分行业固定效应的原因在于,虽然本文

研究的是整个制造业上市企业,但是制造业中的

不同细分行业存在着差异。 如从受经济周期影响

角度来看,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是受经济周期

影响较小的行业,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行业是周期性行业;从标准制定的角度来看,
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

业均是研发投入较高、标准更新较快,以及较为看重

标准制定的行业。 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

定效应,以控制不同细分行业之间的差异。 εi,t表示

随机误差项,其余是 t 期的控制变量。 为了缓解可

能存在的序列相关问题,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
文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Panel A
是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Panel B 是根据企业当年是

否为某一项及以上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对样本进行

分组,报告了当年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制定组和当年未

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制定组的组间均值差异检验结果。
由 Panel A 可知,DumStandard 和 SumStandard 的均值

分别为 0. 184、0. 20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

制造业上市公司参与国家标准起草制定的程度较低,
标准化的整体水平不高。 同时,结合 SumStandard 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可知,某家公司当年所参与起草制定

的国家标准数量最多为 40 个①,说明中国的制造

业上市公司在标准领域存在着起草标准的数量严

重不均衡的情况。 由 Panel B 可知,当年参与国家

标准起草制定公司的专利申请 ApplyPatent 在 1%
水平上显著高于未参与起草制定组。 因此,描述

性统计初步验证了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的促

进作用,具体有待进一步回归检验。
(二)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

模型

表 2 汇报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1)列

是企业是否参与标准制定(DumStandard)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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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ApplyPatent)之间关系的高维固定效应 OLS
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自变量 DumStandard 的

系数为 0. 1468,在 10%水平显著,说明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相比未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参与

标准的起草制定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 此

外,由于企业创新变量具有删截特征,本文还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2 的第(2)列。
结果表明,替换回归方法后,所得结论与使用高维

固定效应 OLS 回归结果相一致。
表 1　 描述性统计

Panel A:全样本

变量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ApplyPatent 7130 0. 913 1. 663 0 6. 105

RD 7130 0. 040 0. 033 0 0. 196
StratTention 5232 0. 668 0. 309 0 1
DumStandard 7130 0. 184 0. 388 0 1
SumStandard 7130 0. 209 0. 497 0 3. 714

CSR 7130 21. 03 13. 053 - 2. 87 69. 76
CSR1 7130 0. 635 1. 68 0 7. 171

MasterTMT 7130 2. 779 2. 215 0 7. 63
MasterHR 7130 1. 771 0. 767 0 3. 135

Size 7130 22. 178 1. 153 19. 942 25. 629
Age 7130 2. 866 0. 299 2. 079 3. 434
Share 7130 0. 332 0. 139 0. 087 0. 712
Lev 7130 0. 406 0. 194 0. 059 0. 914
ROA 7130 0. 037 0. 057 - 0. 210 0. 191
Q 7130 2. 305 1. 423 0. 900 8. 760

Tangibility 7130 0. 953 0. 036 0. 783 0. 999
Cashflow 7130 0. 025 0. 049 - 0. 107 0. 159
Market 7130 0. 801 0. 399 0 1

Competition 7130 0. 832 0. 126 0. 334 0. 959
Panel B:根据企业是否参与起草制定国家标准分样本

变量
未参与国家标准
制定的样本(0)

参与国家标准
制定的样本(1)

Obs(0) Mean(0) Obs(1) Mean(1)
mean - diff

ApplyPatent 5815 0. 860 1315 1. 144 - 0. 283∗∗∗

( - 5. 590)
注:∗∗∗表示在 p < 0. 01 水平差异显著;其数值下方括号里的数字
是 t 检验的值。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策略性创新倾向变量的
数据年份为 2014—2017,数据样本为 5232 个。

(三)组织优化的双重机制分析

标准制定会促进企业创新。 根据前文的内在

机制分析,标准制定之所以可以产生激励效应,除
了是因为会产生已有研究所提出的知识溢出效

应、技术锁定效应之外,是由于企业得到标准制定

利益相关方的认可从而取得标准制定权后,产生

了组织行为优化效应和组织结构优化效应。 本文

认为,这两种效应将分别通过提高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水平和引发企业高端人才集聚效应而产生。

本文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两种影响机

制进行检验。
表 2　 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变量
OLS Tobit
(1) (2)

DumStandard
0. 1468∗ 0. 4871∗∗

(0. 0796) (0. 2107)

Size
0. 1373∗∗∗ 0. 1925∗

(0. 0447) (0. 0982)

Age
- 0. 2331∗ - 0. 8486∗∗∗

(0. 1284) (0. 2718)

Share
0. 1186 0. 2895

(0. 2469) (0. 5901)

Lev
0. 0568 - 0. 0329

(0. 1910) (0. 5319)

ROA
2. 5929∗∗∗ 8. 6630∗∗∗

(0. 5654) (1. 8657)

Q
0. 0109 - 0. 0499

(0. 0238) (0. 0695)

Tangibility
0. 1130 1. 4763

(0. 8391) (2. 3066)

Cashflow
- 0. 5093 - 3. 0727
(0. 6717) (1. 8935)

Market
0. 1714∗∗ 0. 7139∗∗∗

(0. 0769) (0. 2153)

Competition
0. 0642 - 0. 5259

(0. 4206) (2. 1767)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N 5701 5704

adj. R2 0. 0494
注:数值下方括号里的数字为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p < 0. 10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当期
回归结果差异显著,结论保持一致。

本文借鉴张三峰等(2019) [37] 的做法,采用温

忠麟等(2014) [38]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了以下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其中方程(2)与上文的回归模

型(1)相同:
ApplyPatenti,t + 1 = β0 + β1DumStandardi,t +

β2Sizei,t + β3Agei,t + β4Sharei,t + β5Levi,t + β6ROAi,t +
β7Qi,t + β8Tangibilityi,t + β9Cashflowi,t + β10Marketi,t +
β11Competitioni,t + ηyear + ηind + εi,t (2)

mediationi,t +1 =α0 +α1DumStandardi,t +α2Sizei,t +
α3Agei,t + α4Sharei,t + α5Levi,t + α6ROAi,t + α7Qi,t +
α8Tangibilityi,t + α9Cashflowi,t + α10Marketi,t +
α11Competitioni,t + ηyear + ηind + εi,t (3)

ApplyPatenti,t + 1 = δ0 + δ1DumStandardi,t +
δ2mediationi,t + 1 + δ3Sizei,t + δ4Agei,t + δ5Sharei,t +
δ6Levi,t + δ7ROAi,t + δ8Qi,t + δ9Tangibility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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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10Cashflow i,t + δ1 1Marketi,t + δ1 2Competitioni,t +
ηyear + ηind + εi,t (4)

检验步骤如下:第 1 步检验模型(2)中的系数

β1,如果显著,则中介效应成立,进而开展后续检

验。 第 2 步依次检验模型(3)中的系数 α1和模型

(4)中的系数 δ2,如果两个都显著,说明间接效应

显著,并进行第 4 步检验。 如果至少 1 个不显著,
则进行第 3 步检验。 第 3 步检验用 Bootstrap 法直

接检验原假设:α1 × δ2 = 0,如果显著,则间接效应

显著,进行第 4 步。 否则停止分析。 第 4 步检验模

型(4)中系数 δ1,如果不显著,则意味着直接效应

不显著,说明模型是完全中介效应,如果显著,则
继续进行下一步检验。 第 5 步比较 α1 × δ2和 δ1的
符号,如果符号一致,则意味着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并汇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α1 × δ2 / β1。
如果符号相异,则意味着存在遮掩效应,此时汇报

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之比的绝对值 |α1 × δ2 / δ1 | 。
表 3 汇报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首先,对于

标准制定所引致的组织行为优化效应,表 3 的第

(1)列第一步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是否参与制定标

准变量(DumStandard)的系数为正,并在 10% 水

平显著,这意味着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

在中介效应。 在第(2)列和第(3)列第 2 步依次检

验中,本文发现企业是否参与制定标准变量

(DumStandard)对企业社会责任(CSR)这一中介

变量作用显著,在 1% 水平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相比未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标准

制定会显著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加之第

(3)列中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在 1% 水平显著,由此

说明间接效应显著。 第 4 步和第 5 步检验结果显

示,α1 × δ2和 δ1的符号一致且均显著,表明存在部

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得以验证。 这意味

着中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在获得由政府所主导制

定的国家标准的起草制定权利后,会激励自身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其创新产出。 根据

第 5 步,本文的检验结果还表明由标准制定引致的

组织行为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

为 8. 5% 。
其次,对于企业引发高端人才集聚的组织结

构优化效应,表 3 的第(4)列表明了存在中介效

应。 在第(5)列和第(6)列第 2 步依次检验中,本
文发现标准制定变量对中介变量作用显著,即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未参与制定标准的

企业,标准制定会引发企业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
但中介变量(MasterTMT)的系数不显著,本文继而

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间接效应是否显著,结果拒

绝原假设,这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即标准制定将通

过引发企业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第 4 步和第 5 步检验表明,α1 × δ2和 δ1的符号一致

且均显著,表明人才集聚(MasterTMT)这一中介变

量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假设 2 得以验

证。 这意味着标准制定有利于企业高端人才的集

聚,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 根据第 5 步,本文的检

验结果还表明由标准制定引致的组织结构优化的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 3. 2% 。 综上所述,
从组织优化的角度出发,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水平和引发企业高端人才集聚效应是标准制定促

进企业创新的两种重要机制。
表 3　 标准制定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ApplyPatentt + 1 CSRt + 1 ApplyPatentt + 1 ApplyPatentt + 1 MasterTMTt + 1 ApplyPatentt + 1

(1) (2) (3) (4) (5) (6)

DumStandard
0. 1468∗ 1. 4774∗∗∗ 0. 1344∗ 0. 1468∗ 0. 1995∗∗ 0. 1422∗

(0. 0796) (0. 4870) (0. 0791) (0. 0796) (0. 0861) (0. 0795)

CSR
0. 0084∗∗∗

(0. 0021)

MasterTMT
0. 0235

(0. 0176)
Cons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ootstrap Test Z = 3. 06,P = 0. 002 Z = 2. 69,P = 0. 007
F 5. 6166∗∗∗ 76. 1417∗∗∗ 5. 9138∗∗∗ 5. 6166∗∗∗ 30. 5996∗∗∗ 5. 2832∗∗∗

N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adj. R2 0. 0494 0. 2611 0. 0525 0. 0494 0. 3091 0. 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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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准制定与策略性创新倾向

现有文献通过定性分析指出,标准锁定效应会

容易导致企业滋生创新惰性[6],那么事实是否真的

如此呢? 虽然上文已经基本证实了标准制定会促进

企业创新,但是,企业创新变量(ApplyPatent)是以所

有类型的专利申请总数量衡量所得,并未区分专利

的类型。 因此,为了增强实证信度,本文进一步选

择了 2014—2017 年①的专利申请获批的数据样

本,构建了策略性创新倾向(StratTention)变量。 若

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

以说明企业获得标准制定权会导致其滋生创新惰

性,反之则意味着标准制定不会导致企业滋生创

新惰性。
表 4 的第(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相比未参与

制定标准的企业,标准制定抑制了企业的策略性

创新倾向。 这意味着企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制

定会降低非发明专利所占的比例,即抑制了创新

惰性。 表 4 的第(2)列的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与
OLS 模型结果保持一致。 结合上文,从组织优化

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提升社

会责任履行水平和加强高端人才引进,目的都是

为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质量,会更为关

注企业的实质性创新。 这一结论也从侧面验证了

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 4　 标准制定与策略性创新倾向

变量
OLS Tobit
(1) (2)

DumStandard
- 0. 0456∗∗∗ - 0. 0463∗∗∗

(0. 0131) (0. 0138)
Constrol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N 3961 3964
F 2. 3353∗∗∗

adj. R2 0. 1582
注:控制了表 1 中的所有控制变量,省略了截距项的结果。 下同。

四、异质性分析

(一)企业规模异质性

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标准制定对企业

创新的激励作用是否存在呢? 如果存在,那么激

励效果是否会存在差异? 从企业规模的角度而

言,相比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具有规模效应,拥有

更为丰富的资金、人才等资源,能够提供充裕的创

新资源支持企业创新。 正因如此,从资源获取视

角来看,由于大规模企业在创新资源上比中小企

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对通过标准制定获取创新

资源的需求可能并不突出,对于提升创新效率的

意愿较低,创新策略也没有中小企业灵活。 中小

企业为了获取创新资源,愿意抓住各种机会,如利

用标准的“背书”效应来增加企业创新资源,进而

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进一

步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标准制定激励效应进行验

证。 表 5 的第(1)列、第(2)列将企业划分为大型

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企业规模高于均值为大型企

业,否则为中小型企业)进行了分样本分析。 回归

结果表明,第 (1) 列中 DumStandard 的系数不显

著,第(2)列中 DumStandard 的系数在 5% 水平显

著,这表明标准制定可以显著促进中小企业的创

新,而对大型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不明显,即标准

制定对中小企业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
表 5　 基于企业规模和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1) (2) (3) (4)

DumStandard
0. 1137 0. 2427∗∗ 0. 1722∗ - 0. 0174

(0. 1158) (0. 0959) (0. 0881) (0. 1775)
Constrol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F 1. 86∗∗ 4. 49∗∗∗ 4. 77∗∗∗ 1. 71∗

N 2552 3148 4565 1135
adj. R2 0. 0402 0. 0612 0. 0457 0. 0609

(二)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标准制定

对处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

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从外部情境的视角出发,有
如下考虑,相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

度较高的地区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环

境,进而有助于提升标准制定的质效,而且具有更

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标准制定激励企业创

新作用的发挥。 基于此,本文从区域市场化程度

对标准制定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进行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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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CSMAR 数据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当年专利申请的获批情况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文用以测量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和策

略性创新倾向的数据年份为 2014—2017 年。 特此说明。



表 5 的第(3)列、第(4)列将样本划分为高市场化和

低市场化(市场化程度高于均值为高市场化,否则

为低市场化),进行了分样本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
第(3)列中 DumStandard 的系数在 10% 水平显著

为正,第(4)列中 DumStandard 的系数为负且不显

著。 该结果说明,标准制定可以显著促进处于高

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的创新,而对处于低市场化

程度地区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五、稳健性分析与讨论

(一) 内生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 配 ( PSM)、
Heckman 两步法和双重差分法(DID)

从标准制定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

关系来看,企业参与制定标准与创新之间事实上

存在着样本选择性偏误和互为因果关系所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即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越有可

能获得标准制定权。 从全样本来看,参与了国家

标准起草制定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处于较低

的水平①,获得了标准制定权的企业可能经历了一

个被选择的过程,即标准的起草制定对于企业而

言可能存在“筛选效应”。 针对这一情况,上文已

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 为了进一

步缓解内生性问题,提高实证信度,增加实证结果

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了以下 3 种做法。
(1)为了缓解模型误设和遗漏变量可能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更好地揭示标准制定与企业创新

的因果关系,本文在此部分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

(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一对一的最近

邻匹配法进行匹配。 PSM 模型中的相关预测变量

包含了除年份和行业外的所有控制变量。 表 6 汇

报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所有配对变量的偏差不超

过 5% ,t 检验显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在 10% 水平下

无显著差异,说明样本匹配效果较好。 本文使用

匹配后的样本对标准制定和企业创新进行了回归

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由表 7 可知,是否参

与制定标准变量 DumStandard 在 5% 水平显著为

正,表明相比未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参与制定标

准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更多。 本文进一步采用 1 ∶ 2
和 1∶ 3 匹配,回归结果显示,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2)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引起的内生

性问题,本文在此部分使用了 Heckman 两步法,具
体回归模型如下:

Pr(DumStandardi,t = 1) =Φ(γZ i,t) =
β0 + β1Aupati ,t - 1 + β2Sizei,t + β3Agei,t + β4Sharei,t +
β5Levi,t + β6ROAi,t + β7Qi,t + β8Tangibilityi,t +
β9Cashflow i,t + β10Marketi,t + β11Competitioni,t +
ηyear + ηind + εi,t (5)

ApplyPatenti,t + 1 = β0 + β1SumStandardi,t +
ρσλ(γZ i,t) + β2Sizei,t + β3Agei,t + β4Sharei,t +
β5Levi,t + β6ROAi,t + β7Qi,t + β8Tangibilityi,t +
β9Cashflow i,t + β10Marketi,t + β11Competitioni,t +
ηyear + ηind + εi,t (6)

表 6　 基于 PSM 的样本平衡性检验

变量
Mean

处理组 控制组
%bias

T - test
T 值 P 值

Size 22. 636 22. 627 0. 7 0. 15 0. 878
Age 2. 8746 2. 8752 - 0. 2 - 0. 05 0. 960
Share 0. 3411 0. 3452 - 2. 9 - 0. 64 0. 521
Lev 0. 4524 0. 4462 3. 2 0. 73 0. 466
ROA 0. 0388 0. 0408 - 3. 9 - 0. 92 0. 360
Q 2. 0697 2. 0821 - 0. 9 - 0. 24 0. 810

Tangibility 0. 9548 0. 9539 2. 6 0. 63 0. 531
Cashflow 0. 0259 0. 0282 - 4. 8 - 1. 11 0. 267
Market 0. 8234 0. 8283 - 1. 2 - 0. 29 0. 771

Competition 0. 8098 0. 8039 4. 7 1. 01 0. 312

表 7　 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的 PSM 检验

变量
ApplyPatentt + 1 ApplyPatentt + 1 ApplyPatentt + 1

1∶ 1 匹配 1∶ 2 匹配 1∶ 3 匹配

DumStandard
0. 2176∗∗ 0. 1732∗ 0. 1966∗∗

(0. 1015) (0. 0886) (0. 0836)
Constrol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F 1. 9800∗∗ 2. 4795∗∗∗ 3. 3973∗∗∗

N 1698 2444 2981
adj. R2 0. 0581 0. 0531 0. 0456

模型(5)为第一步选择方程,解释变量引入了

企业上一期被授权的专利数量加 1 取对数,并且考

虑了年度、行业效应。 模型(6)中的解释变量为企

业当年参与制定的国家标准数量加 1 取对数。 由

表 8 可知,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

激励作用,这一回归结果与上文基准回归模型估

计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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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标准制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Heckman 两步法
变量 ApplyPatentt + 1

SumStandard
0. 1787∗∗

(0. 0695)

逆米尔斯比率
- 8. 1150∗∗∗

(0. 7945)
选择模型

L. Aupat
0. 0407∗∗∗

(0. 0128)
Constrols YES
Industry YES
Year YES
F 15. 54∗∗∗

N 5641
adj. R2 0. 1016

(3)为了缓解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

此部分使用了双重差分法(DID)。 2018 年发布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不

标注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信息,参编标准的单

位和个人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申请参编

标准的证明文件。 虽然该规定在样本期内未实

行,但是存在着使企业形成预期的政策效应。 与

此同时,2016 年 7 月和 2017 年 10 月,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两次组织召开主任专题会,就《强制性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进行集中研究和讨论,
并在 2017 年 11 月 4 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发布后,完善了草案内容,形成《强制性国家

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综合以上考虑,本
文认为 2017 年是使企业形成预期的政策效应的关

键年份,因此将 2017 年作为预期政策效应开始发

生的年份,考察该预期的政策效应是否影响企业

创新。 本文将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未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作为控制组,构建了以下

双重差分模型:
inoi,t = β0 + β1 × sta_afteri,t + β2Sizei,t + β3Agei,t +

β4Sharei,t +β5Levi,t +β6ROAi,t +β7Qi,t +β8Tangibilityi ,t +
β9Cashflow i,t + β10Marketi,t + β11Competitioni,t +
ηyear + ηind + εi,t (7)

sta_afteri,t = DumStandardi,t × afteri,t (8)
其中,式(7)为考虑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

双重差分估计模型。 模型中 inoi,t表示企业创新,包
括创新产出(专利申请)和创新投入(研发强度);
afteri,t为处理效应时期虚拟变量;DumStandardi,t为

企业是否参与标准制定的虚拟变量。 sta_afteri,t即

为双重差分的交互项,用于估计不披露标准起草单

位的预期政策效应的微观影响。 表 9 汇报了双重差

分模型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不披露标准起草单位

所形成的预期政策效应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原因

可能在于,不披露标准起草单位这项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降低署名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减少权力

寻租行为,从而提升了企业参与制定标准的含金

量,能够提高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的创新意愿,进
而促进企业创新。 这一结果从侧面佐证了本文的

研究结论,缓解了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表 9　 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ApplyPatentt RDt

(1) (2)

DumStandard × after
0. 3076∗∗∗ 0. 0043∗∗∗

(0. 0905) (0. 0012)
Constrol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F 7. 56∗∗∗ 2. 4795∗∗∗

N 7127 7127
adj. R2 0. 0550 0. 3249

(二)替代测量

(1)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 企业创新主要包

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大方面。 上文的企业创新

变量是 ApplyPatent。 ApplyPatent = ln(企业当年申

请专利总量 +1),反映了企业的创新产出情况。 此

处,本文使用研发强度(RD)衡量企业创新,用以反

映企业的创新投入情况,RD = 企业当年研发费用 /
营业收入。 由于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模型能够同时

反映基准回归和中介检验的情况,因此本文使用了

依次检验模型和 Bootstrap 模型,表 10 回归结果表

明,主效应的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即标准制定能够

提高企业研发强度,促进企业创新。 另外,中介效应

表明,标准制定能够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和

引发企业高端人才集聚效应。 其中,社会责任变量

(CSR)这一中介变量存在遮掩效应,间接效应和直

接效应之比的绝对值为 3. 7%。 这一结果与上文有

差别,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企业资源的有限性,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会花费相应的经济成本,可能会影

响到企业研发支出。 人才集聚(MasterTMT)这一中

介变量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并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比例约为 14. 7%,与上文的结论保持一致。 从整

体上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依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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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

变量
RDt + 1 CSRt + 1 RDt + 1 RDt + 1 MasterTMTt + 1 RDt + 1

(1) (2) (3) (4) (5) (6)

DumStandard
0. 0038∗∗∗ 1. 4774∗∗∗ 0. 0039∗∗∗ 0. 0038∗∗∗ 0. 1995∗∗ 0. 0032∗∗∗

(0. 0011) (0. 4870) (0. 0011) (0. 0011) (0. 0861) (0. 0011)

CSR
- 0. 0001∗∗∗

(0. 0000)

MasterTMT
0. 0028∗∗∗

(0. 0003)
Cons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ootstrap Test Z = - 2. 58,P = 0. 010 Z = 7. 08,P = 0. 000
F 15. 4700∗∗∗ 76. 1417∗∗∗ 14. 8747∗∗∗ 15. 4700∗∗∗ 30. 5996∗∗∗ 21. 1778∗∗∗

N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adj. R2 0. 3173 0. 2611 0. 3183 0. 3173 0. 3091 0. 3413

　 　 (2)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上文所使用的解释

变量 DumStandard 是一个 0 - 1 虚拟变量,用以衡

量企业是否参与了国家标准的起草制定。 本文构

建了 SumStandard 变量,SumStandard = ln(企业当

年参与制定的国家标准数量 + 1),用以体现企业

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程度,将其作为 DumStandard
的替代测量。 表 11 回归结果显示,主效应和中介

效应的结论均得到了支持。

(3)机制变量的替代测量:针对社会责任

(CSR)和人才集聚(MasterTMT),本文分别构建

了两个新的机制变量进行替代性检验:CSR1、
MasterHR。 CSR1 = ln(企业当年的社会捐赠额 +
1),MasterHR = ln(企业当年拥有的硕士及以上

学历的高管人数 + 1)。 表 12 回归结果显示,以
CSR1 和 MasterHR 作为替代测量的中介效应依然

成立,结论保持不变。
表 11　 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

变量
ApplyPatentt + 1 CSR t + 1 ApplyPatentt + 1 ApplyPatentt + 1 MasterTMT t + 1 ApplyPatentt + 1

(1) (2) (3) (4) (5) (6)

SumStandard 0. 1467∗∗ 0. 9599∗∗ 0. 1386∗ 0. 1467∗∗ 0. 2372∗∗∗ 0. 1414∗

(0. 0725) (0. 3840) (0. 0722) (0. 0725) (0. 0689) (0. 0723)

CSR 0. 0084∗∗∗

(0. 0022)

MasterTMT 0. 0225
(0. 0176)

Cons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ootstrap Test Z = 2. 85,P = 0. 004 Z = 2. 66,P = 0. 008
F 5. 6091∗∗∗ 75. 9687∗∗∗ 5. 9167∗∗∗ 5. 6091∗∗∗ 31. 2128∗∗∗ 5. 2715∗∗∗

N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adj. R2 0. 0500 0. 2606 0. 0531 0. 0500 0. 3104 0. 0504

注:此处的企业创新变量为 ApplyPatent。

表 12　 机制变量的替代测量

变量
ApplyPatentt + 1 CSR1 t + 1 ApplyPatentt + 1 ApplyPatentt + 1 MasterHR t + 1 ApplyPatentt + 1

(1) (2) (3) (4) (5) (6)

DumStandard
0. 1468∗ 0. 1580∗∗ 0. 1425∗ 0. 1468∗ 0. 0068 0. 1457∗

(0. 0796) (0. 0746) (0. 0797) (0. 0796) (0. 0375) (0. 0791)

CSR1
0. 0276

(0. 0188)

MasterHR
0. 1668∗∗∗

(0. 0439)
Cons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ootstrap Test Z = 2. 69,P = 0. 007 Z = 2. 23,P = 0. 026
F 5. 6166∗∗∗ 15. 7816∗∗∗ 5. 2638∗∗∗ 5. 6166∗∗∗ 7. 3905∗∗∗ 6. 2516∗∗∗

N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5701
adj. R2 0. 0494 0. 1076 0. 0499 0. 0494 0. 0916 0. 0545

注:此处的企业创新变量为 Apply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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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标准制定促进了企业创新,包括

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并且抑制了非发明专利数

量的比例,这说明中国的标准化政策不仅激发了

企业的创新活力,而且提升了创新质量。 从机制

上看,标准制定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

引发企业高端人才集聚,引致组织行为优化效应

和组织结构优化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异质

性分析发现,标准制定对中小企业和处于市场化

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创新更为显著。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与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
(1)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政府应

加强标准化政策的解读、宣传以及指导工作。 目

前,企业对专利制度有了较深的了解,对标准化

政策缺乏一定的认识。 在本文选取的 7130 个样

本中,标准制定的均值仅为 0. 184,表明多数企业

并没有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
是企业没有意识到标准制定的重要性,二是企业

对标准的制定流程不熟悉,仍处于起步阶段,缺
乏相应的标准化人才等。 然而,标准制定能显著

促进企业创新,并且不会导致企业滋生创新惰

性,能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政府应将标准化

政策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加强标准化政策的解

读宣传工作,使得企业更为重视标准制定,并通

过开展指导培训工作等帮助企业了解标准制定

流程等。
(2)根据异质性研究分析,建议标准化奖助

政策应向中小企业倾斜。 这是由于标准制定对

中小企业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2021 年 12 月,中
国 19 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规划》指出,要指导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国际

国内标准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应用标准进行质量

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水平。 本文通过实证研

究,证实了中国政府重视中小企业参与制定标准

的正确性,标准化政策向中小企业倾斜更能促进

创新。 政府应当继续鼓励、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

参与制定标准,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同时建议标准化政策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制度环

境的具体情况实施。 这是由于标准制定对于处

于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但对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的创新促进

作用不显著,甚至可能产生“标准寻租”行为、滋
生“创新惰性”。 针对这一结果,本文认为,制度

环境发达区域的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强化标准化

政策来促进区域企业的创新,制度环境落后区域

的政府在执行落实标准化政策时应当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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